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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建设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 

异质性影响研究 

兰梓睿
1
 

【摘 要】：基于 2005-2018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 SBM-DEA 模型测

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从考虑低碳试点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减排效应入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低碳试点政策

实施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并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对低碳试点政策作用于地区绿色

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进一步的机

制检验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在激发地区绿色发展潜力的过程中，能驱动产生技术创新、要素积累、结构升级和资源

配置效应，进而通过这四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目标实现；异质性的分析体现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的差异

下，政策的作用效果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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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推动过程中产生的显著城市化效应，化石燃料消耗和碳排放量的急剧

增加，造成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生态系统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的压力。而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其

减排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完成国际减排的承诺以及实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2019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60.6%，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交通和居民生活等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城市碳排放量也逐渐增加，占

到全国总排放的 70%左右（Cai 等，2019），由此引起的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等气候灾害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为此，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环境规制的手段来减少地区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而实现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其中，启

动低碳试点城市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国家发改委先后于 2010 年、2012年和 2017 年分三批启动共设立了81个低碳试点

城市，逐步实现由局部实施向全面推广的转变，掀起了低碳城市建设的热潮（陆贤伟，2017）。参与建设的低碳城市通过设定具

体的行业减排目标、加大低碳技术的投入和使用、倒逼高碳产业低碳转型等方式来推动城市的全面低碳化发展。那么，低碳试

点政策的实施能否充分发挥对试点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减排效应，进而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关系着试点政策实施的

好坏以及市场化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从考察低碳试点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减排效应入手，分析低碳城市建设对试点

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以及作用途径，对于厘清不同城市的低碳发展潜力和差异性，实现整体的绿色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对于低碳城市建设和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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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低碳技术的应用对于地区经济变革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构建低碳城市建设也成为众多

国家提升城市和国家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低碳试点政策对促进地区减排的潜力

（Wolff,2014;Gehrsitz,2017），如张华（2020）基于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来量化分析低碳城市建设对碳

排放的影响大小，发现试点城市比非试点城市的碳排放量减少约 1.05%；陈楠和庄贵阳（2018）通过建立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

体系来对中国低碳城市的发展成效进行评估，指出低碳城市建设中存在局部不平衡、低碳效果未能发挥等问题。也有学者从影

响空气污染治理的角度出发，如宋弘等（2019）通过分析低碳城市建设对空气污染治理的影响，证实了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有助

于减少空气污染；Cheng等（2015）指出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不仅会影响地区碳排放，同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熊

广勤等（2020）、钟昌标等（2020）则从企业层面的角度入手，分析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影响，结果表

明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内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从而有效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 

二是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自绿色发展的概念提出以来，相关学者也对此概念进行了阐释和说明。

如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黄茂兴和林寿富（2013）对绿色发展的定义、战略意义以及发展机制等进行阐述；袁润松等（2016）

和何爱平等（2019）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 SBM 模型来测度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了技术创新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对区

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发现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杜宇等（2020）从空间视角出发，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

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面板 SDM 模型分析了政府竞争、市场分割和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动态联系，这些成果对于完善绿色发展

效率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低碳试点政策有效性的评估实质是政府型的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地区碳排放的相关议题，如学者

Zhang 等（2017）、Wang 和 Wei(2020）均对这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综合分析和对比现有的文献资料，对于低碳试点政策和绿色

发展效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和参考，但是对低碳试点政策这一十分重要的环境规制对地区绿

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研究并不多，低碳试点政策能否发挥波特效应，在促进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的同时，激发整体区域的

绿色发展潜力对于实现中国净零排放和碳中和的发展目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以低碳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

基于中国 2005—2018 年 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同

时，由于2017 年才正式发布第三批低碳试点城市，政策实施的年份有限，故本文以2010、2012年开展的试点城市为研究对象，

并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在研究方法上，从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入手，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 SBM-DEA 模型

来测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重点考虑了地区和城市规模差异性对指标的影响；在研究视角上，重点从考虑低碳试点政策的

经济增长效应和减排效应入手，分析不同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化趋势；细化研究低碳试点政策实施作用于地区绿色发展效率

的中介传导机制，分析低碳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创新效应、要素积累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作用于地

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差异性，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地区绿色发展潜力提供一定借鉴。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并伴随着温室气体的产生。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的相关措施，并将

低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其中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为有效实现中国提出的气候行动发展目标而提出的城市

层面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行业针对性、政策组合性等特点。而深入研究和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完全发挥促

进城市经济增长和减排目标实现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作出如下的理论分析。 

(1）低碳城市可能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来提升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波特假说中提到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通过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来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进而促进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低碳环保技术的革新，降低碳排放量

（Porter 和 VanderLinde,1995）。也有相关文献证实了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充分发挥“波特假说”效应，进而促进低碳技

术的发展（Cheng 等，2019）。在低碳城市的建设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十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良好技术创新环境，并通

过设立低碳专项资金配套、补贴奖励等方式来提高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支出。一方面，通过加强低碳试点城市的环境约束，使得

企业加快在生产、节能和环保等方面创新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有助于地区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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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水平的提升，从而激发整个地区的绿色发展潜力。 

(2）低碳城市可能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水平来提升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实现不同生产要素间的正常流动，是促进地区经济增

长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低碳城市的建立确保地方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拥有良好、竞争充分的市场体系，使得要素资源不断向

高技术、低能耗等企业流动，最终实现各个行业内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低碳城市建设可以加快地方城市实现经济

绿色转型，淘汰高耗能、污染密集型产业，并促进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满足地方城市对高知识、高技能的劳动需求，引导建

立和完善人才使用机制，推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劳动力质量提升，从而为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智力支持。 

(3）低碳城市可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水平来提升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在低碳试点政策的约束下，传统的生产型企业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

新型化发展。一方面，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传统的“三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Cheng等，2019），

需要考虑将这类企业迁出试点区或进行低碳转型；另一方面，不同低碳试点地区按照相关文件和政策要求，在产业、财政以及

技术推广等方面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发展相应的低碳产业，如天津、青岛和深圳等地打造的低碳园区，上海支持资源利用技

术的优先发展等，通过优化资本结构，促使产业低碳、转型发展。 

(4）低碳城市可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提升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能够减少规模效应的发生，即地

区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以及能源消费（徐现祥和李书娟，2015），但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较小。对于产能落后、

污染严重以及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地方政府要避免在要素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出现要素市场扭曲，进而导致出现资源配置不

合理的现象；同时，低碳城市建设能够刺激企业优化能源结构，实现企业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企

业的资源利用率，避免造成污染和浪费。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中国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 

假设 2：中国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可能通过发挥技术创新、要素积累、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效应来推进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

升。 

四、研究设计 

1．模型建立 

本文以低碳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考虑到第三批试点城市的作用效果并未完全凸显，故本文以 2012 年为实施的时间节点，将前两批被纳入低碳试点的省市和城市

作为处理组，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通过比较试点实施前后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化情况，来对政策实施的

有效性进行评估。双重差分方法常用来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内生性问题，剔除模型中随时间

变化以及不可观测的其他影响因素，因而得到广泛使用。本文借鉴前人（宋弘等，2019；陈林和伍海军，2015）的研究方法，

设定如下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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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DEit表示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大小，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Ci代表城市虚拟变量，如果第 i个城市是低碳试点地

区，则 Ci=1，代表实验组，否则为 0，代表控制组；Yt表示年份虚拟变量。同时，选取 2012 年作为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当 t≥2012

时，Yt=1，否则为 0。交乘项 Ci×Yt的系数估计值 α3就是双重差分估计量，代表低碳试点政策的净影响。λi表示城市个体固定

效应，γ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it 表示随机干扰项。Zit 表示的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

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基础设施水平这 5个影响因素。 

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绿色发展效率（GDE）。绿色发展效率主要侧重反映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资源、

生态环境的综合利用效率。本文主要借鉴林伯强和刘泓汛（2015）的研究方法，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 SBM-DEA 模

型来测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以资本（k）、劳动力（l）和能源投入（e）为投入要素，y为期望产出，b为非期望产出，可以定

义一个生产技术为： 

 

其中，zn为链接投入和产出向量以构成凸集的强度变量，zn≥0,n=1,2,3，…，N。 

其定义的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如下所示： 

 

其中，g=(-gk,-gl,-ge,-gy,-gb）为方向向量，w
t
=(wk,wl,we,wy,wb）为指标权重，a=(ak,al,ae,ay,ab）为松弛变量，满足 a≥0，

则可以构建如下的 DEA模型： 

 

在上述模型公式中，假设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这三者同等重要，因此这三者权重各赋值 1/3，再进一步划分，

最终得到的指标权重矩阵为 w
t
=(9

1
,9

1
,9

1
,3

1
,3

1
），从而得到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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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模型的设定，借鉴 Zhang 和 Kong(2014）的研究思路，选择相应的投入和产出指标，来对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

具体的指标选取情况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Ci×Yt是核心解释变量，对某个城市来说，当Y≥2012，且该城市为低碳城市时，该城市对应的虚拟变量 Ci×Yt

为 1，其系数表示政策的净效应，即反映低碳试点政策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效应的强弱。 

控制变量：为了有效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选取如下 5 个影响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控制变量：经济

发展水平（pgdp），本文采用城市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fdi），采用地区外商直接

投资占年末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征；政府干预水平（gov），以地方政府当年的财政支出占总 GDP 的比重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er），借鉴董直庆和王辉（2019）的研究方法，通过采用城市各种污染物排放的综合指数来进行衡量；基础设施水平（tra），

采用人均城市道路的覆盖面积来表示。 

(2）数据来源。 

考虑到部分地级市数据获得难度较大，本文采用平均增长率方法进行补充，选取 2005—2018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

据为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与地级市

的年鉴以及官方网站等。同时，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和量纲问题，对统计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涉及到价格的指数问题，均以

2005 年为基期进行不变价处理。 

五、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1）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方法应在相同趋势假设成立的前提下进行，即政策没有实施之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总体走

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整体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现有研究中关于平行趋势检验的方法很多，检验双重差分法适用性的一种常

见方法是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绿色发展效率的平均变化趋势进行绘制，但是由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通过不同批次实施的，随着

实施批次的变化，城市所属组别也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利用事件分析法对本文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更加具有准确性和合理性（石

大千等，2018）。将低碳城市政策实施的 2012年作为时间节点，分别以2012 年的前后三年作为试点年份，观测政策变量的显著

程度。如果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年份的政策系数不显著且不等于 0，而政策实施后的年份政策系数显著且不等于 0，则表明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前的两个组别的绿色发展效率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结果显示2012年政策实施之前，差分项都不具有

显著性，两个组别的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而 2012 年政策实施之后，差分项系数均具有显著性且不等于 0，

低碳试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明显提升，所以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是合理的。 

(2）低碳试点城市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本文首先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促进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模型（1）和（2）、（3）和（4）、

（5）和（6）分别为全部城市、排除直辖市、普通地级市（排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列入计划单列市）的回归结果，相应地控

制城市固定效应、时间效应，得到的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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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试点政策实施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模型中是否包含控制变量，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总体上

有利于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这也说明在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经济增长效应和减排效应，证实了假设 1 的

成立。同时，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低碳试点政策的作用效果明显增强，这表明在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其他影响

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更有助于提高城市间资源配置效率和要

素的正常流动，进而增强低碳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所占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提高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发展积极性；环境规制强

度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企业的环境成本，降低了绿色研发投入的水平，而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道路设施的建设更多地

考虑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忽略了其对绿色发展的作用。 

2．基于PSM-DID 的回归检验 

前面的研究中若只考虑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进行评估，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要求，导致总体的回归结果可能会有偏差。

因此，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更进一步利用 PSM-DID 方法进行估计。首先，采用 Logit 回归模型来计算经济发展水平、对

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倾向得分值；然后采用核匹配法（KernelMatching）对实验组和

控制组的样本城市进行样本间的匹配，剔除匹配不成功的样本，对匹配后的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下 Logit 回归结果以及低碳试点政策的作用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采用 PSM-DID 方法对数据样本进行

筛选重新匹配后，模型的作用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至少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证实了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有效

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控制变量经过匹配后，大部分变量作用效果明显增强，进一步提高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3．异质性检验分析 

由于地方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策实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会导致低碳试点政策

实施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地区差异下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一是

按照地理位置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三个子样本，二是考虑到城市规模的不同，根据人口数量的分布情况，将城

市分为中等城市、大型城市、Ⅱ型大城市、I 型大城市、特大型以及以上的城市等五类（孙林和周科选，2020），并进行相应的

回归分析。 

不同地理位置和城市规模下，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差异，对于东部地区，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更能够促

进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相对较弱，这也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于政策

实施的规范要求越高，能源消费量增加的同时，对碳减排的碳锁定效应更加明显。同时，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规模比较大的城

市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这种促进作用呈现递减的趋势。 

4．影响机制检验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仍需深入分析提高地区绿色

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正如前文的理论分析中提到的，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通过发挥技术创新效应和要素积累效

应来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发挥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来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进而实现绿色发展

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借鉴 Baron 和 Kenny(1986）、石大千等（2018）对影响机制的研究方法来验证低碳试点政策促进地区绿

色发展效率过程中，产生的四大效应的存在性，设定的具体模型如下。 

一是检验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四大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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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检验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三是将倍差项和四大效应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并分别与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回归： 

 

其中，TI 代表技术创新效应，本文采用各城市的人均授权专利数量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表明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有助于

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形成技术创新效应来促进绿色发展效率；FA 代表要素积累效应，本文重点考虑不同城市劳动和资

本要素的影响，采用劳动资本存量来衡量，即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口的比值，预期符号为正，表明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实

现要素资本的流动，进而产生要素积累效应，提高经济实力，进而提高绿色发展效率；SU 代表结构升级效应，用各城市第三产

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RE 代表资源配置效应，采用各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更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降低了地区环境污染，进而增强绿色发展水平。 

低碳试点政策实施作用于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出，首先考虑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产生

的四大效应的影响，其中试点政策实施更有助于促进地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水平升级，而对要素积累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显著

性水平并不高；其次是分析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试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可以看出其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将四大

效应和倍差项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得出的回归结果，发现低碳试点政策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创新效应、要素积累效应、结构

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均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且相关系数变大，说明了这几大效应起到明显的中介促进作

用。上述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存在这四大效应，并且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效应较显著，要素积累和资源配置效应仍

需进一步提高。 

5．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影响机制回归结果是否会随着四大效应的衡量标准变化而有所不同，本文通过改变衡量四大效应的指标进行稳

健性检验。技术创新效应改用各城市 R&D 内部投资占 GDP 的比重衡量；要素积累效应改用人力资本积累量即地区就业人口占年

末常住人口的比例来衡量；结构升级效应改用第二产业占三产总量的比值来衡量；能源替代效应改用各地区劳动生产率来衡量。 

加入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到（4）列是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四大效应的作用结果，（5）列

是低碳试点政策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回归结果。整体来看，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技术创新效应影响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上为正，对结构升级效应的影响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对要素积累和资源配置效应影响的系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

上为正，而将四大效应对绿色发展效率同时放入模型中，可以发现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也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证实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进一步证实了四大效应的存在性，即低碳试点政策在

运行过程中产生技术创新、要素积累、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效应，从而有助于地区的绿色、低碳发展。 



 

 8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5-2018 年中国内地 285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 SBM-DEA 模型来测算地区

绿色发展效率，然后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 PSM-DID 模型来检验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发展效率的影响变化，并对影响绿色

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与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均存在

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低碳试点政策的运行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水平；(2)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

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具体来看，东部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提升水平最为明显，中西部地区的城市

作用效果相对较弱，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在大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中等城市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低碳试点城市的作用效果呈现递减的趋势；(3)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增加要素流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的提升。 

通过上述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低碳试点实施的范围，进一步推行低碳试点城市的建设工作，并坚持“市场决定”和“政府调节”相结合的发

展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低碳试点政策实施促进地区经济

增长的潜力，确保低碳试点城市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另一方面要强化低碳试点政

策发挥的减排效应，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促使试点城市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低碳发展规划，为城市碳排放

达峰和国家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第二，继续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要注重增加要素投入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

在推进低碳城市建设中，要坚持科学发展的政策方针，始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另一

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促进作用，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实力，积极打造低碳产业，

使得产业优化成为实现地区减排的重要途径；同时，要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增加要素流动性，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确保低

碳试点政策的合理推进。 

第三，注重不同效应间的协同作用，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因地施策。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地区绿色发展

效率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因此，要加强中小城市在推进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实现区域整

体发展过程中，更应该重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和资源禀赋情况，确保不同效应间的协调、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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